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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3]摘要：在要素驱动、技术驱动和体系驱动下，协同创新会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要素驱动是技术驱动的基础，技术驱动源于要素驱动中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技术驱动又成为支撑体系驱动的基础。利用哈肯模型，分别在2000－2010年和2011-2018年两个阶段，对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19年间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协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由要素驱动转换为技术驱动，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效率成为驱动协同创新的主要动力，深圳和广州在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过程中起重要引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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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ynamic Analysis Based on Hakone Model

Gao Yibing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Driven by factors,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ll evolve from the primary stage to the advanced stage, forming a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Technology driven comes from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in factor driven, and technology driven has become the basis of supporting system driven. Based on the Hake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nin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2010 and 2011-2018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PRD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ve changed from factor driven to technology driven, innovation factor input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have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al synergy, Shenzhen and Guangzhou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PRD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ken Model
                               
收稿日期：2020-06-21，修回日期：2020-08-21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创新网络驱动广东制造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017A070707003）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更深刻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同时，珠三角城市群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竞争与合作走向深化。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的外部环境持续调整和变化，不断产生新的驱动协同创新的因素。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珠三角城市群既要做好外循环，又必须加快探索内循环的协同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定位为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成为大湾区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任务。
协同创新是经济由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不可跨越的阶段，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1]。协同创新需要平台和载体，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就是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珠三角城市群要以更大力度加强协同创新，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动，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水平，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构建完整产业链实现内循环提供支撑。
[bookmark: _Hlk36967601]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群作为复杂系统，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其核心内容是产业系统。城市群产业系统是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开放型大系统，由各城市产业子系统组成。当城市群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国内外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或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如城市发展水平、交通设施状况、营商环境等的优化和提升，都会改变环境向城市群产业系统输入的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从而改变城市群产业系统的稳定状态。根据协同学的自组织原理[2]，在一定的外部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会通过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结构。城市群产业系统的演变，会通过各城市产业系统的协同作用进行，协同创新是重要的内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从现有文献来看，一方面是对协同创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论分析，如方创琳[3]认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过程是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可以分为八大阶段；魏丽华[4]认为产业协同主要包括协同空间、协同成本、协同能力、协同制度、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产业协同的一部分；周春山等[5]将区域协同发展分为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张鹏[6]对上海市、杭州市和天津市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的新特征进行总结；高安刚等[7]基于知识异质性视角构建产业跨空间协同创新理论框架；郝新东等[8]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理论，研究了区域协同创新效率溢出效应的正负外部性及相关制度设计。在协同创新评价方面，李琳等[9]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量，如赵增耀等[10]基于价值链活动将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子阶段（知识创新和产品创新），将空间溢出和价值链溢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检验我国创新效率的多维溢出效应；吴卫红等[11]从创新能力相似性、耦合性和制度邻近性等方面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并进行测度；郑玉雯等[12]运用哈肯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并进行分阶段识别序参量；周伟等[13]运用哈肯模型分两阶段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驱动要素进行识别。
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协同创新的内涵、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等研究。如同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城市群产业系统的协同创新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深入研究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以及协同创新在产业系统中的阶段性演变，对于认识协同创新的全过程非常重要。为此，本文以协同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空间经济学对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的分析，构建环境-动力-协同分析模型，分析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协同创新度的提升。
2  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分析
[bookmark: _Hlk46727759]系统发展的动力只能是协同。这就是说，只有在系统内各要素协同的情况下、系统与环境协同的情况下，系统才能发展[14]。系统在接近不稳定点或临界点时，少数几个集体变量即序参量决定系统演化，序参量成为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城市群产业系统也具有同样的特征，系统的动力和结构是关键因素。协同创新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动态变化具有自适应性，并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表现。从短期来看，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城市群协同创新在趋于稳态的过程中，不同城市的产业系统会产生协同作用，要素流动、技术进步、制度设计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主导协同创新趋向稳态的主要因素，构成协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等会改变，城市在城市群中的产业定位也会发生变化。协同创新会表现为城市在产业集聚、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产业联动。从长期来看，外部环境会发生变化，城市群系统会与外部环境进行协同。在与外部环境协同的过程中，城市群协同创新会趋向于新的稳定状态。
[bookmark: _Hlk51224269]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要素协同通过创新要素的流动，使资源基于专业化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这是协同创新的基本驱动因素；资源的有效配置会激发技术的外部性特征，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形成协同创新的技术驱动因素；要素驱动和技术驱动会强化城市群的产业布局，通过发挥产业的垂直关联效应，推动产业链融合和分化，形成相互关联的区域创新体系，这是协同创新的体系驱动因素（见图1）。在要素驱动、技术驱动和体系驱动下，协同创新会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从逻辑上看，要素驱动、技术驱动和体系驱动不是孤立的，三者是有机联系的，要素驱动是技术驱动和体系驱动的基础，技术驱动源于要素驱动中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技术驱动又成为支撑体系驱动的基础。

图1  协同创新体系驱动因素

2.1  要素驱动因素
[bookmark: _Hlk46296106]城市群协同创新，依赖于城市群的整体因素和条件，以及各城市所具有因素和条件的选择。具备因素和条件选择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资源禀赋是基础影响因素。资源禀赋是产业发展的前提，但其本身并不构成协同创新的动力。对于空间关联而言，经济要素的流动是解释空间相关的重要来源[15]。要素流动具有趋利性，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形成要素流动的正反馈机制。要素趋向于流向高利润、具有相对优势的部门或者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产出增加，导致报酬递增，这又会强化要素的趋利性，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亦即使分工的利益得以实现[16]。所以，要素流动的内在择优机制，构成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溢出是创新系统形成和演进的内生动力，区域协同创新可以使高能又稀缺的创新要素更好更快地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8]。随着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协同创新会在动态调整中不断走向深化，表现为交易、信息、运输等成本进一步降低，区域内企业的技术优势不断增强，城市群之间技术联系深化，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复杂化。
2.2  技术驱动因素
分工将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链接起来，迅速实现技术外溢，使得新的技术在不同地区进行流动。协同创新本质上关注的是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溢出问题，是新形势下创新外溢理论的深入拓展和创新政策的现实依据[10]。与传统经济要素类似，创新要素具有稀缺性和逐利性，会向边际收益率高的区域流动[17]。所以，创新要素流动作为协同创新的基本驱动因素，同时也是技术驱动的基础。要素流动的择优机制，会促使创新要素在各区域创新系统之间流动，使技术进步产生空间关联。在城市群创新要素流动和转移的基础上，实现知识、技术、人才等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共享，从而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达到提升城市群创新绩效的目的。随着信息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城市群创新要素流动和转移的成本更低，比如，研发人员在城市群中迁移的逐利性特征更加明显。从协同学的角度来看，在技术动力的推动下，形成的城市创新联盟，城际间组成往来频繁的创新网络如创新型都市圈、创新城市群等，都是协同创新的表现形式[18-19]。
2.3  体系驱动因素
协同创新不仅需要创新要素集聚、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服务，更重要的是需要区域-产业协调分工【区域与产业分工？逻辑关系合理吗？】[20]。分工深化促进产业集聚，导致区域经济分异，加快产业空间重组，是势能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据空间经济理论，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在存在运输成本和收益递增的必要条件下，也将演化为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所以，在协同创新的较低阶段，更多的体现为梯度差异和创新的单向溢出。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化了产业分工，加速了城市群协同创新的进程，改变了协同创新的方式。全球化与信息化基础上的新型分工，表现为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分工，并且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分工的结合更加紧密。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与总部【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销售等产业链环节相适应，生产制造、加工包装环节与外围中小城市的低成本相适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比较优势以及参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协同发展。城市群的新型分工方式，决定了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分工成为驱动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这也使协同创新进入更高阶段，城市群加快整体创新资源整合与重组，开始系统地构建城市群创新体系。
[bookmark: _Hlk35981982]3  模型构建
本研究根据理论分析，将要素驱动因素、技术驱动因素和体系驱动因素作为参量，利用哈肯模型识别协同创新的序参量，计算协同创新度。
3.1 模型框架
根据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分析，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驱动因素进一步分解（见表1）。协同创新的要素驱动因素是要素流动的内在择优机制，因而采用要素投入规模、要素投入结构和要素投入效率来反映要素驱动因素。协同创新的技术驱动因素是技术外溢，使新技术在不同城市进行流动，导致城市创新水平的动态变化，因而用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来反映城市创新水平的动态变化，进而反映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技术驱动因素。协同创新的体系驱动因素是城市群中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对产业发展水平低的城市的产业辐射和产业带动作用，表现为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分工，可以用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效率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的势能差和分工水平，进而反映协同创新的体系驱动因素。各驱动因素的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珠三角9市2000－2018年的数据计算确定。
表1  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
	[bookmark: _Hlk46819416]驱动因素
	准则层
	变量
	权重

	要素驱动（BP）
	要素投入
	从业人员
	0.173 1

	
	
	固定资产投资
	0.249 1

	
	要素结构
	资本劳动比
	0.164 5

	
	
	投资率
	0.092 9

	
	要素效率
	劳动生产率
	0.265 8

	
	
	资本产出比
	0.054 6

	技术驱动（TP）
	创新投入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0.155 7

	
	
	研发投入
	0.155 4

	
	
	实际利用外资
	0.114 9

	
	创新能力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0.122 5

	
	
	研发投入强度
	0.144 6

	
	创新效率
	申请专利数
	0.152 2

	
	
	新产品销售收入
	0.154 7

	体系驱动（MP）
	产业规模
	高技术产业产值
	0.292 0

	
	产业结构
	三产占比
	0.218 0

	
	产业效率
	产业密度
	0.297 5

	
	
	进出口额占比
	0.1925



3.2  哈肯模型的基本原理
系统的演进是非线性的动态过程，影响系统运动的参量或因素的性质和影响力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主导系统演化进程的参量和因素成为慢变量，支配快变量的行为，成为新结构的序参量。哈肯模型的关键是估计模型参数，根据绝热近似条件识别序参量，确定演化方程，并以序参量为自变量构建势函数。
[bookmark: _Hlk53818990]3.2.1  绝热近似原理
[bookmark: _Hlk55635987][bookmark: _Hlk55635912]假设系统在时刻的行为效果为仅取决于系统的外力，与其他因素无关，即。式中：为系统行为效果的变化量；为系统行为效果；为变化系数；随时间衰减，即，其中为常数，为阻尼系数。在没有其他外力的情况下，的解为：
[bookmark: _Hlk40781561] 											（1）
系统在外力作用下的响应过程是一个“绝热”过程，也就是作用的瞬时性来不及发生能量交换。假设行为效果随时间迅速衰减，速度远远大于的衰减速度，则：
 												（2）
是使用绝热消去法对快变量进行消除的前提假设，这一原理成为绝热近似原理。
3.2.2 序参量演化方程
假设为某一系统及参量的内力，另一个系统的参量由控制，记做，则运动方程为：
												（3）
													（4）
式（3）（4）中：、为状态变量；、、、为运动方程参数。
和分别代表两个子系统的阻尼系数。当时，表明子系统已建立起正反馈机制，的绝对值越大，有序度也越高；当时，表明子系统呈现负反馈机制，的绝对值越大，系统无序度也越高。的性质与相似，当时，表明子系统呈现正反馈机制；当时，表明子系统已建起有序度增强的负反馈机制。
和反映和的相互作用强度。当时，对起阻碍作用，的绝对值越大，阻碍作用力越强；反之，当时，对起助推作用，其绝对值越大，推动力则越大。反映了对的协同影响，当时，促进的增长；反之，当时，阻碍的增长。
当系统达到一个定态解，即时，，且，这就是系统的“绝热近似”假设。此时，是系统的序参量，支配并主宰着系统的演化。
利用“绝热近似”假设，令，求得：
														（5）
系统演化方程：
[bookmark: _Hlk40790877]												（6）
由于物理方程是针对连续型随机变量设定的，为了将其应用到产业系统，通常要对运动方程（3）（4）做离散化处理，即：
 						（7）
 								（8）
3.2.3  势函数
势函数能够有效判断系统是否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对的相反数积分可求得系统势函数，势函数能够刻画系统的演进状态。函数形式如下：
[bookmark: _Hlk46049964]													（9）

确定参数，就能够确定系统的演化方程。如果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则有，代入势函数，可求得；如果为正，方程存在唯一解为0；如果为负，方程有3个解：0，，。
如果序参量为正向变量，则稳定解为，势函数中的稳定点的坐标为（）。
[bookmark: _Hlk46036849]3.2.4  协同创新度
势函数中任意一点与点的距离，决定了该点相对于稳定点的状态，据此可建立状态评价函数：
									（10）

[bookmark: _Hlk46817205][bookmark: _Hlk46817217]式（10）中，值越大，表明离稳定状态越远，系统的协同水平越低。值可以反映城市群的协同度。
[bookmark: _Hlk46733778]如果序参量是正向变量，系统从点回归到稳定点的条件是，且逐渐逼近，系统逐渐回归到点的稳定状态。在达到稳定状态之后，如果，表明系统从有序状态突变到新的无序状态，原有的系统运动方程无法描述系统运动，需要建立新的运动方程，在哈肯模型中，需要重新估计模型的参数。对于城市群产业系统而言，协同创新趋于稳定点就是在特定外部环境下，在要素驱动、技术驱动、体系驱动下，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价值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稳定点是城市群产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协同点，也是城市群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价值结构的突变点。达到稳定点后远离稳定点，意味着新的环境变化使产业系统进入新的无序状态，系统开始新一阶段的协同创新，趋于新的稳定点，形成新的结构。所以，是两个协同阶段的分界点。
为了便于对比，时，采用标准化方法将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协同创新度。其中，最高分为1，此时点成为稳定点；最低分为0分，表明距离点的最远距离。如果采用最远距离的1/2作为中低度协同和低度协同的分界线，最远距离的1/4作为中高度协同和中低度协同的分界线，那么中高度协同区间为（0.75，1），中低度协同区间为[0.50-0.75]【“-”是代表负数符号还是数值范围的连接线？如果为后者，请使用浪纹线；如果为前者，请使用规范的负数符号“−”】，低度协同区间为（0，0.5）。
3.3  实证分析步骤
（1）将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划分是基于内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2007－2009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市场需求萎缩，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受到较大影响，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在外部冲击下趋于“无序”。2008年广东开始实施“双转移”战略，2010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加快经济方式转变。这表明，从2010年以后，外部冲击相对弱化，外部环境变化趋于稳定，广东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珠三角协同创新开始向新的“稳态”演进。所以，本文将2000－2010年作为第一阶段，将2011－2018年作为第二阶段，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演进。
[bookmark: _Hlk51227287]（2）以2000－2010年为第一阶段、2011－2018年为第二阶段，以要素驱动因素、技术驱动因素和体系驱动因素为变量，分别取两个变量构建运动方程，共构建6组运动方程，利用回归方法估计6组运动方程的参数，识别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序参量，评估和分析各个城市的协同创新水平。
（3）对比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历程及阶段转换，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和不同阶段驱动因素的转换，为未来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深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及以上市在2000－2018年期间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演变，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及9市历年统计年鉴。
4.2  确定序参量
[bookmark: _Hlk51227603][bookmark: _Hlk53755694][bookmark: _Hlk45966464][bookmark: _Hlk46049681][bookmark: _Hlk53755768]按照理论分析方法和步骤，对要素驱动因素、技术驱动因素和体系驱动因素3个变量进行两两分析。第一阶段（2000－2010年）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根据分析结果，是系统的序参量；第二阶段（2011－2018年）分析结果见表3所示，根据分析结果，是系统的序参量。
表2内有三处看到的版本是数字之后有一个上标的虚线方框，请核实并处理
[bookmark: _Hlk45966474]表2  2000－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驱动因素变量两两分析结果
	序号
	模型假设
	运动方程
	结论

	1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成立，是序参量

	2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3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4
	

	


	运动方程不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5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6
	

	


	运动方程不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表3  2011－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驱动因素变量两两分析结果
	序号
	模型假设
	运动方程
	结论

	1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2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3
	

	


	运动方程不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4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5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成立；
模型假设成立，为序参量

	6
	

	


	运动方程成立；
绝热近似条件不成立；
模型假设不成立



[bookmark: _Hlk45700237]4.3  确定运动方程
根据运动方程，第一阶段（2000－2010年）系统的演化方程为：
                 （11）
系统势函数为：
                         （12）

系统的状态评价函数为：
                            （13）

第二阶段（2011－2018年）系统的演化方程为：
                    （14）

系统势函数为：
	                               （15）

[bookmark: _Hlk45960696][bookmark: _Hlk46038992]系统的状态评价函数为：
                             （16）
4.4  协同创新度分析
根据系统的状态评价函数，计算第一阶段（2000－2010年）和第二阶段（2011－2018年）的协同创新度，见表4、表5。
表4  2000－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度
	城市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

	广州
	0.417
	0.474
	0.521
	0.597
	0.671
	0.771
	0.867
	0.986
	***
	***
	***
	0.687

	深圳
	0.464
	0.533
	0.562
	0.669
	0.790
	0.747
	0.827
	0.849
	0.956
	0.983
	***
	0.755

	佛山
	0.150
	0.306
	0.306
	0.328
	0.362
	0.461
	0.542
	0.663
	0.769
	0.887
	0.999
	0.525

	东莞
	0.238
	0.256
	0.251
	0.260
	0.342
	0.356
	0.417
	0.473
	0.492
	0.482
	0.612
	0.380

	珠海
	0.143
	0.155
	0.167
	0.198
	0.208
	0.208
	0.262
	0.286
	0.299
	0.354
	0.409
	0.244

	中山
	0.054
	0.014
	0.000
	0.009
	0.101
	0.146
	0.203
	0.245
	0.278
	0.303
	0.368
	0.157

	惠州
	0.231
	0.242
	0.254
	0.128
	0.130
	0.127
	0.225
	0.235
	0.274
	0.303
	0.410
	0.233

	江门
	0.223
	0.221
	0.206
	0.190
	0.168
	0.218
	0.256
	0.314
	0.339
	0.376
	0.463
	0.270

	肇庆
	0.004
	0.014
	0.017
	0.023
	0.050
	0.045
	0.077
	0.112
	0.185
	0.214
	0.322
	0.097


注：***表示系统从有序状态突变到新的无序状态，进入新一阶段的协同创新。

表5  2011－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度
	城市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广州
	0.180
	0.202
	0.228
	0.265
	0.300
	0.353
	0.430
	0.486
	0.305

	深圳
	0.468
	0.554
	0.582
	0.598
	0.677
	0.787
	0.888
	0.999
	0.694

	佛山
	0.285
	0.325
	0.201
	0.222
	0.218
	0.240
	0.327
	0.350
	0.271

	东莞
	0.095
	0.120
	0.138
	0.175
	0.197
	0.253
	0.298
	0.429
	0.213

	中山
	0.079
	0.111
	0.133
	0.146
	0.151
	0.173
	0.204
	0.175
	0.146

	珠海
	0.074
	0.090
	0.094
	0.096
	0.108
	0.134
	0.168
	0.316
	0.135

	惠州
	0.041
	0.067
	0.070
	0.077
	0.085
	0.116
	0.147
	0.193
	0.099

	江门
	0.017
	0.080
	0.079
	0.078
	0.078
	0.079
	0.126
	0.162
	0.087

	肇庆
	0.000
	0.013
	0.017
	0.017
	0.023
	0.036
	0.062
	0.066
	0.029



4.4.1 第一阶段
[bookmark: _Hlk51227523]珠三角城市群各市2000－2010年协同创新得分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2010年，广州、深圳、佛山都已进入新一阶段的协同创新。广州在2007年进入新一阶段的协同创新，深圳在2009年进入新一阶段的协同创新，佛山在2010年达到临界状态，表明这3个城市创新系统的演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更快，适应了城市群外部环境的变化。2010年，东莞得分为0.612分，处于协同创新的中低级阶段，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仍处于协同创新的低级阶段。
2000－2010年的序参量为要素驱动，说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总量、结构和效率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更大；为正值、为负值，表明要素驱动因素对技术驱动因素具有阻碍作用，同样，技术驱动因素对要素驱动因素也产生阻碍作用，这就表现为协同创新对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依赖。2008年，广州突破了稳定点，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推动下实现了协同创新和结构优化；在突破稳定点之后，广州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样，深圳2010年突破了稳定点，佛山在2010年处于临界点位置。广州、深圳、佛山在2010年后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考虑到这3个城市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的经济地位（2010年，广州、深圳、佛山三市生产总值占珠三角城市群的比重为68.7%，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为65%），珠三角城市群总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4.4.2  第二阶段
珠三角城市群各市2011－2018年协同创新得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深圳的协同创新水平最高。2011－2018年的序参量为技术驱动因素，说明创新投入的总量、结构和效率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更大；为负值、为正值，表明技术驱动因素对体系驱动因素具有正向影响，同样，体系驱动因素对技术驱动因素也产生正向影响。
[bookmark: _Hlk46908434]这一阶段，珠三角城市群面临的最大的机遇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城市群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协同创新。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深圳已进入中高级协同阶段，到2018年处于临界状态，深圳在创新投入的推动下结构调整的步伐更快，深圳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协同创新增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两个核心区域，广州开发区和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携手共建“改革创新协同发展示范区”，以制度创新共建共享共创为核心，以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为重点，以产业互利合作为纽带，实现协同改革、协同创新、协同开放、协同发展。深莞惠推动深度一体化，强化科技创新、研发和制造联动，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将大幅增强。深圳和佛山加快产业精准对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规划30 km的顺深产业城，探索“深圳创新+顺德智造”的长板叠加合作模式。
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也在技术驱动因素推动下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协同创新。广州深化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科技创新合作，发挥广州-佛山极点带动作用，推动在广州南站片区、荔湾海龙科创区及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打造广佛科技创新城；广州南沙与佛山南海依托南沙自贸试验区和南海产业强区等互补优势，率先助推自贸区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区域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各类要素资源高效便捷流动、人民生活更加便利的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共同体。
2018年，深圳协同创新度达到临界状态，但其他各市均距离临界状态较远，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的协同创新度低于0.2。这表明，未来一段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技术因素。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协同学原理构建分析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9市在2000－2010年和2011－2018年两个阶段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识别序参量，计算势函数和协同创新度，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bookmark: _Hlk46908358]（1）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两个阶段的转换，是在适应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实现了驱动因素演进和结构调整。两个阶段序参量发生了转变，序参量由第一阶段的要素驱动转变为第二阶段的技术驱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作为协同创新主要驱动力的阶段已经走完，在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效率提升基础上的技术驱动成为第二阶段驱动协同创新的主要动力。未来一段时期，珠三角城市群仍将持续由技术因素驱动不断深化协同创新。
（2）序参量和其他参量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由模型的参数反映出来。第一阶段值为正、值为负，反映了要素驱动对技术驱动有负面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对创新有抑制作用，而技术驱动对要素驱动也有负面影响，创新会抑制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第二阶段值为负、值为正，反映了技术驱动对体系驱动有正面影响，体系驱动对技术驱动也有正面影响。
（3）广州和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在协同创新方面起引领作用。在两个阶段的转换过程中，广州、深圳率先由要素驱动进入技术驱动阶段，特别是在第二阶段，深圳率先达到技术因素驱动的临界状态，并发挥重要引擎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由技术因素驱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政策设计与系统动力的合力。城市群协同创新是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在政策设计中，要紧紧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政策推动与产业系统的自适应性相结合，强化协同创新的动力，引导要素结构、产业结构、价值结构向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方向调整。在当前阶段，政策设计要能与技术动力形成合力，依托“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联合制定跨区域协同创新政策，建立常态化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机制，培育创新动力，不断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协同有序、优势互补、区域联动和资源共享。
二是充分发挥深圳、广州协同创新的引领作用。深圳、广州在创新要素集聚、技术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优于其他城市，其他各市要强化和深圳、广州的产业联系，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探索“深圳创新、广州研究、其他城市制造”的协同创新新模式。同时，广州和深圳也要发挥好“双核联动”作用，实现两个城市高度协同创新，联手打造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主引擎。
三是充分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珠三角城市群面临的最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发展格局中展开。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这为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城市要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机遇，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找准“双区”联动连接点，在广东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中实现协同创新的层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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